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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
———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丁 波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

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

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

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

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

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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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驻

村帮扶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短时间内

实现贫困村有效脱贫的重要方式。驻村帮扶制度是

由包村帮扶单位派驻村干部进驻贫困村,广泛调动

各方面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

步伐,确保2020年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目前学界关

于驻村帮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关于驻村干部的群体研究。驻村干部由帮扶单位选

派至贫困村,其岗位胜任力[1]与驻村意愿[2]直接影

响贫困村脱贫成效。二是关于驻村帮扶制度的研

究。驻村帮扶制度是国家在精准帮扶层面的制度设

计,它分成间接贫困干预和直接贫困干预两个不同

的减贫逻辑[3],且驻村帮扶制度使贫困村呈现政治

动员、跨部门互动和人格化交往等非科层化运作的

特征[4]。三是关于驻村帮扶的问题和成效研究。驻

村帮扶要求驻村干部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现实

问题是大多数工作队还是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5],

同时驻村帮扶的效果受上级政府目标设置的权责不

匹配、原单位资源有限、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

“共谋”等因素影响[6]。

我国传统村庄治理模式是地方性规范的简约治

理,但随着后税费时代到来,简约治理的内生秩序受

到挑战,村庄治理陷入某种失序状态,出现“混混”治

村、“富人”治村,背离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初衷。通过

梳理既有研究文献和实地调研,发现驻村帮扶制度

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发挥了脱贫攻坚的外部作用,给

贫困村带来资金、技术、项目、智力等外部发展动力,

但国家行政力量嵌入贫困村却给贫困村治理主体结

构带来冲击。现有文献关于驻村帮扶制度下贫困村

治理的研究,有学者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出发,



提出驻村干部的“嵌入治理”[7];还有学者从费孝通

的“双轨政治”汲取经验,研究驻村干部与村“两委”

的“双轨治理”等模式[8]。但是关于驻村干部和村干

部行动的背后逻辑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村庄治理

主体结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驻村

干部作为国家外源性力量,其实质是村庄治理主体

结构中的外部制度性治理主体,而村干部则是村庄

内部原生性治理主体。本文运用“结构行动”理论分

析框架,分析两个治理主体行动逻辑,以及不同行动

逻辑所构建出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

主体结构。

本文以T县的两个贫困村为例,阐述不同行动

逻辑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T县位于大别山山

区,是国家级贫困县,是省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L
村和 S 村 是 T 县 的 省 级 贫 困 村,其 中 L 村 共

有1265户5786人,现有363户贫困户1233人;S
村共有912户3928人,现有205户贫困户791人,

两村分别派驻了省厅级单位的扶贫工作队。笔者对

T县的L村和S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田野调

查。调查采用个案访谈法,分别访谈了两村驻村扶

贫工作队的第一书记和扶贫专干、村“两委”班子成

员、村民。T县所在省的驻村帮扶制度采取的是“单

位帮扶、干部驻村、整村包保”,L村和S村的驻村干

部均由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和队员组成,包括1名

队长和2名扶贫专干,队长兼任第一书记,且队长是

由派出单位的1名副处级干部担任,驻村扶贫工作

队帮扶的时间是3年。

二、结构与行动:
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生成逻辑

  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与行动存在着互构关系,

行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其行动建构出差异化的结

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不同行动逻辑,形成不同

的行动组合,从而生成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

主体结构。

(一)结构与行动的互构关系

结构与行动关系历来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

主题。围绕结构与行动关系,形成了社会决定论和

个人决定论,即是社会结构决定行动者的行动还是

行动者的行动建构了社会结构。社会决定论者如孔

德、迪尔凯姆等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结构对行动者行

动的结构制约性作用,因此他们在分析行动者的行

动时,过分注重结构性力量对行动影响,而忽视行动

者具有主观能动性特征。帕森斯在其“单元行动”理

论中提出,行动总有一定的目的性,而其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一定手段和条件,同时行动还受一定行为规

范制约。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结构性因素会影响行

动者行动,但行动者有主观选择行动的权力[9]170。

随着社会学对结构与行动关系不断深入认识,开始

突出行动者主观选择性,表现在解释社会学理论的

发展,如常人方法学、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

而现代社会学理论则更加强调结构与行动的互构,

像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重性,结构不仅生成行动

者的行动,也是行动者的中介,即行动对结构的生成

性。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种社会结构,是由行动者

的各种社会关系构建的空间场所[10]。笔者认为结

构的形成过程是行动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

导致社会期待的内在化,在不同行动模式下,行动者

扮演 不 同 的 角 色,导 致 行 动 者 的 行 为 产 生 差 异

化[11]。同时,行动者的行动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其

行动背后逻辑,能对社会结构形成产生反作用。然

而,在同一场域内,相同的行动者因其不同的行动逻

辑会生成不同的结构,且不同结构下的行动者又会

因结构性因素影响表现出不同的行动,具体表现是

结构与行动的互构关系。简言之,结构与行动是互

相作用的过程,即行动者的行动生成结构,而结构又

作用于行动。

(二)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生成

理想类型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工具,韦伯

认为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借助概念体系作为衡量现实

的标准,审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差距,并对这种差距

作出因果解释[9]117。可以说,研究者通过对现实中

的特定社会现象的某些要素的突出或组合,对其进

行一种科学上的抽象和简化,以此建立起一个对社

会事实进行分析的框架[12]。“结构行动”理论框架

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生成差异化结构,这种差

异化结构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结构特征,但在本文中

为突出行动者行动逻辑对结构生成性的影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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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类型建构出具有对立结构性特征的理想类型结

构,以阐释结构的生成逻辑。结构是由其内在的构

成元素及相互关系构成。由此,贫困村治理主体结

构包括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两个治理主体,两个治

理主体间存在着合作和冲突的相互关系。

在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中,因驻村干部和村干

部的行动逻辑不同,会生成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贫

困村治理主体结构。驻村干部作为村庄外部制度性

治理主体,是国家扶贫意志的派出,拥有政治性、目

标性的特点,而村干部作为内部原生性治理主体根

源于村庄,具有村庄合法性管理地位,是村庄内生性

秩序的代表。驻村干部与村干部共同构成贫困村治

理主体结构,两者因其行动的角色、目标、权威和规

范等方面不同,采取的策略也会有所不同,从而产生

不同的行动逻辑,且其治理行动形塑了贫困村不同

理想类型的治理主体结构。若驻村干部行动逻辑与

村干部行动逻辑在目标一致时,会在工作分工、应付

考核和权利分配等方面相互合作,形成合作型特征

的治理主体结构;相反,若驻村干部行动逻辑与村干

部行动逻辑的目标差异很大时,产生分工、利益和权

威的行为冲突,具有结构性张力,形成冲突型特征的

治理主体结构。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结构会对两个

治理主体的日常常规行动产生影响(见图1)。两个

治理主体在实际的精准扶贫工作中,由于其各自行

动的逻辑不同,产生既有合作也有冲突的扶贫行动,

但若处理不好两者在贫困村脱贫中角色和定位的

话,则会直接影响贫困村的脱贫成效。

图1 不同治理主体结构对治理主体行为的影响

三、行动差异性:
贫困村治理主体的行动逻辑

  国家权力重新嵌入乡村,改变了贫困村治理主

体结构。在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中,驻村干部和村

干部拥有各自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是驻村帮扶制

度的践行者,也是村庄外部治理主体,其行动逻辑因

其主观动机不同,分为积极作为的“政治锦标赛”行

动逻辑和消极作为的“不出事、不惹事”行动逻辑。

作为村庄本土的管理者,村干部主要采用的是“工具

理性”的行动逻辑,包括为村庄争取外部制度性资源

和消极配合驻村干部。

(一)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的制度背景

驻村帮扶目标是发挥驻村干部群体力量,短时

间内实现贫困村的有效脱贫。目标背后涉及的是国

家权力通过科层制派遣方式,向广大农村社会嵌入,

国家权力不断下沉。税费改革后,随着国家权力抽

离,农村产生权力真空,出现基层政权的“悬浮化”和

不稳定[13],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村级党组织涣

散,导致部分农村逐渐远离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驻村帮扶制度,使国家能够以驻

村帮扶为切入点,将国家权力重新嵌入农村,以行政

手段型塑贫困村的贫困治理,在实现贫困村脱贫的

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农村治理体系。换言

之,驻村帮扶制度既有脱贫攻坚的“显性目标”,也有

国家重塑农村治理的“隐性目标”。这意味着驻村干

部不仅要注重脱贫攻坚,还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因此,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同时也是第一书记,第一

书记不仅处于脱贫的结构性位置,在村级党组织建

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书记要将软弱涣散的

村级党组织,转变成坚强堡垒的村级党组织,使国家

权力和意志能够传递到基层,将乡村带入国家现代

治理体系,从而改变传统地方性规范治理模式。

(二)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

驻村干部因成就动机不同,导致目标产生差异。

高成就动机的驻村干部实施积极的治理行动,低成

就动机的驻村干部以保持现状为目标,出现消极的

治理行动。

1.驻村干部“政治锦标赛”的积极行动逻辑。政

治锦标赛是在科层制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一

种压力性的强激励模式[14],即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官员们为获得政治

上的升迁,往往采取积极手段,使其绩效考核指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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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级部门要求。在科层制晋升体制下,官员们通

常追求绩效考核的“硬通货”,而忽视发展相应的社

会经济价值。驻村干部在科层制晋升渠道中,会寄

希望于驻村帮扶的实践经验,以便为以后晋升增添

政治资本。因此,在政治锦标赛行动逻辑下,驻村干

部的治理行动都是围绕着快速提高贫困户收入,实

现贫困村“摘帽脱贫”。同时,驻村干部派出单位更

加重视和推动短期产生成效的扶贫项目,驻村干部

也会选择在短时间内提高贫困户收入的扶贫项目,

确保项目能够在其任期内取得成效。

“到这里来,肯定有压力嘛。谁不想好

好干个成绩再回去,再说了,县里每次都会

搞排名和奖励,也逼得我们不得不往里面

钻呀。”(访谈记录———L村第一书记)

2.驻村干部“不出事、不惹事”的消极行动逻辑。

驻村干部消极行动逻辑的产生,往往存在以下几方

面原因:一是认为驻村帮扶是一个短期挂职锻炼,具

有较强的“流动性”特征;二是将自己视为外来人,没

有融入到村庄整体发展,更没有村庄“一分子”的归

属感;三是缺乏相应的基层治理能力,担心由于自己

能力有限而影响政绩;四是村庄人际关系复杂,对村

庄原有权力结构有所畏惧。驻村干部在这种行动逻

辑下,有时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态度应对扶

贫工作。同时,对于上级检查和考核,也是消极应

付,产生“为了应付而应付”的现象。驻村干部的“不

出事、不惹事”行动逻辑,导致其在驻村帮扶过程中

的消极应对策略和形式主义,不仅不会给贫困村带

来实质性的帮助,而且还会极大影响贫困村的长

期发展。

“下面的事情太复杂了,有些我们不能

做主,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现

在党组织关系也转过来了,两年后回单位,

希望还能回以前的部门。”(访谈记录———

S村扶贫专干)

(三)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社会理性化的重要内容,

意味着行动者行动能以计算的理性方式发生作用。

村干部的行动逻辑一般表现为工具理性特征,既希

望利用驻村干部的外部制度性资源,又担心自己的

权力地位被削弱。

1.村干部利用外部资源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

作为村庄外部治理主体,其本身拥有可利用的外部

制度性资源,能为村庄发展注入外部资金、技术、智

力等资源。村干部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

合,会以各种“潜台词”的方式,催促驻村干部回单位

“跑项目,要资金”,希望驻村干部在任期内能为村里

多争取扶贫项目和资金,为以后村庄内生发展奠定

基础。

“第一书记在单位是副处级,而且又是

大领导派下来的,多去单位转转,肯定会给

我们要来许多资金。项目库已经有好几个

项目了,现在就等他们给我们钱了。”(访谈

记录———L村村长)

2.村干部消极配合的行动逻辑。村干部消极配

合驻村干部的扶贫工作,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担忧削

弱自己原有权力地位。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村干部,

通常是村庄中的精英,他们或是致富“能人”,或是传

统村庄治理整合秩序代表,是村庄“当家人”和村民

“代理人”。但是驻村干部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和“第

一书记”双重政治身份,行政层级远高于村干部,必

然会改变村庄原有的权力结构,削弱村干部原有权

威以及村干部对村庄事务的主导权。村干部有时不

得不屈从于驻村干部的“领导”身份,表现出消极的

接受和配合态度,听从于驻村干部的工作安排。

“扶贫这块,主要还是他们(驻村干部)

来,现在上面扶贫政策多,我们并不是很

懂,我们 把 村 里 其 他 事 情 搞 好 就 差 不 多

了。”(访谈记录———S村村支书)

四、合作型治理与冲突型治理

驻村干部与村干部因其制度角色和结构位置不

同,受“目标差异”和“工具理性”影响,两者具有不同

的行动逻辑,表现出行动差异性。在同一场域内的

相同行动者,由于不同的行动组合,生成不同类型的

治理主体结构。本文中,L村由于驻村干部与村干

部的行动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合作型治理主体

结构,S村则因为驻村干部与村干部的行动逻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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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行,是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

(一)合作与互补: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

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是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为达

到脱贫目标,彼此通过协调行动而互相合作,推动贫

困村治理主体高效运转,从而保证贫困村内生发展

和脱贫致富。贫困村合作型治理的主要表现为项目

合作、考核检查“共谋”和权力互补。

1.项目合作。中央资金通常以项目制方式转移

支付到地方。项目制运作不同于常规科层制的垂直

下放资金,而是采取竞争性方式获取,各个地方常会

运用市场化竞争手段获得资金。项目制运作,其实

质是“发包打包抓包”的逻辑[15]。国家扶贫资金也

是采取项目制方式拨付到各个贫困村,而其中的竞

争型项目则需要贫困村以项目申报方式获取。在项

目申报过程中,驻村干部因熟悉科层制的体系,往往

承担村庄扶贫项目的申报,同时还会利用其单位资

源或私人关系,为贫困村拿到项目而“跑腿”。精准

扶贫强调扶贫项目不但要精准入村,而且要精准入

户,使每一笔扶贫资金能够精准有效地发挥作用。

要使精准到户的扶贫资金能合理安排到符合标准的

贫困户,就需要村干部进行合理安排和分配,因为村

干部在村庄中具有一定威望、掌握各家各户基本信

息、了解村中基本人际关系。总之,项目申报、实施

和评估等过程,需要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分工合作,驻

村干部负责项目引进,村干部则负责项目具体实施,

利用 各 自 优 势 特 点,共 同 促 使 扶 贫 项 目 发 挥 应

有功效。

“我们村在制定项目库时,是和村“两

委”一起召开会,一起协商制定出排序好的

项目库。然后根据项目库的顺序向镇里上

报要建设的项目。”(访谈记录———L村扶

贫专干)

2.考核检查“共谋”。“共谋”是周雪光针对科层

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执行情况所提出来

基层政府的“变通”理论[16]。在精准扶贫的压力型

目标下,各种形式考核和检查是了解贫困村贫困程

度和脱贫动态的主要途径。为了应对考核和检查,

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往往会采取共谋的庇护行为,形

成“利益共同体”。考核和检查,主要表现为迎接检

查和应对监督所准备的各种档案式材料,而这些材

料制作是要靠文牍式现代办公手段。村干部年龄普

遍老龄化,且文化程度不高,其应付各种扶贫考核和

检查能力有限。驻村干部原先大多在行政机关工

作,对文牍式的考核和检查已习以为常,因此驻村干

部成为应付各种扶贫检查和考核的主要“操盘手”,

承担不同层级行政考核和检查任务。作为相应的回

报,村干部会在其他地方给驻村干部行以方便。驻

村帮扶制度严格要求驻村干部的工作纪律,确保驻

村干部真正将身心聚焦于贫困村的扶贫工作,但现

实是驻村干部远离家庭,奔波于贫困村和家庭两地,

面临突发事件时,其工作时间并不能完全保证。这

种情况下,村干部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会对驻

村干部采取“庇护”策略。当有上级检查和询问驻村

干部工作情况时,村干部会异口同声称赞驻村干部

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纪律。

“基本上上面来检查的时候,我们是一

起加班干的,我们把表格数据做出来,他们

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核实的,有时候我们加

班到深夜,他们年龄大的也不容易。”(访谈

记录———L村第一书记)

3.权力互补。驻村干部与村干部的权力互补,

表现在利用各自权力的结构性优势,实现扶贫工作

效果最大化。驻村帮扶制度下的第一书记行政级别

是副处级,扶贫专干是科长或科员。驻村干部行政

级别上的“高配”,一方面促使派出单位高度重视驻

村帮扶制度与驻村干部,另一方面能够发挥驻村干

部在单位与贫困村之间的协调沟通作用。村干部由

于没有纳入公务员行政体制内,在与乡镇政府、县政

府及各职能部门沟通交流中并不受重视,往往是“说

不上话”状态。而驻村干部出自公务员行政体制,特

别是第一书记行政级别较高,能与上级政府进行平

等的沟通交流,反映所在贫困村的利益诉求。村干

部的权力范围主要集中于村庄地域范围内,在村中

具有一定的威望,村民也大多认可其权威。因此,村

干部利用其地方权威,对村庄进行必要的管理。驻

村干部作为外来干部,没有地方权威,许多村庄内事

务通常需要村干部出面予以解决。驻村干部与村干

部的权力互补,形成了“内外共治”的村庄治理局面。

“我们去县扶贫办,根本没人理我们。

他(第一书记)带我们去,就不一样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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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 我 们 泡 茶,听 我 们 汇 报。”(访 谈 记

录———L村村支书)

(二)分歧与冲突: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

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是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之间

彼此不合作,互相对抗的治理状态。冲突型治理主

要表现为工作分工的互相推诿、扯皮,双方权威不认

可,以及利益间冲突,导致村庄治理行动不合作和村

庄事务拖延,直接影响到贫困村的贫困治理和整体

脱贫进展。

1.分工冲突。驻村帮扶制度下的驻村干部,其

主要目标是帮助贫困村脱贫,工作职责是积极协助、

配合村“两委”班子做好村庄治理工作。但是在实际

工作中,涉及到扶贫相关工作时,有些村干部会推卸

给驻村扶贫工作队,甚至将村中其他琐碎事务也交

给驻村干部,变为协助和配合驻村干部做好村庄管

理工作。这使得驻村干部抱怨工作任务量大,导致

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在实际工作分配上会产生矛盾和

冲突。村干部会以扶贫考核检查材料太多,且缺乏

以数据化方式处理能力为借口,推脱村庄扶贫工作

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像精准识别、建档立卡、信息

录入等工作的确需要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操作。诚

然,信息技术会有助于国家更加全面地了解基层社

会发展动态,但是其专业性操作会排斥基层干部参

与,降低了基层干部参与国家信息治理的积极性。

“他们(村干部)什么事都想拉上我们,

有些都不是扶贫方面的事。有时候,我就

直接和队长说,我直接撂挑子不想干,队长

跑过来劝我。扶贫的事我们干,最起码是

村里 的 事 是 大 家 一 起 干 吧。”(访 谈 记

录———S村扶贫专干)

2.利益冲突。驻村干部作为村庄“外来人”,涉及

村庄利益较少,因此在扶贫工作中更加客观公正,少

有人情关系牵涉其中。村干部“生于斯,长于斯”,生

活在村庄,而村庄又是讲究人情关系的“熟人社会”,

在平时村庄利益分配中,难免会有个人利益关系夹杂

其中。精准扶贫要求精准识别贫困户,以资源入户方

式对贫困户实施精准帮扶,所以贫困户“帽子”意味着

拥有更多利益和扶贫资源。在精准扶贫前期的精准

识别中,有些村干部主导精准识别全过程,用人情交

换方式,使某些没有达到标准的村民获得贫困户“帽

子”。驻村干部入驻贫困村后,要对贫困户进行走访,

并对其进行动态管理。在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时,要

重新识别贫困户,摘除那些不是真正贫困户的“帽

子”,这显然撬动了村干部的“奶酪”。驻村干部除“伪

贫困户”行为,不仅使村干部既得利益受损,而且也影

响到其在村中权威,所以有些村干部会在其中百般阻

扰,导致村干部与驻村干部在工作中发生冲突。
“在之前的精准识别中,有些人把和他

们关系好的村民列为贫困户,这明显不符

合政策嘛,以后肯定是个麻烦事。”(访谈记

录———S村第一书记)

3.权威冲突。驻村干部是国家意志派出,具有

国家政治的合法性,是自上而下的正式权威,村干部

是地方性内生秩序的代表,有自下而上的传统村庄

权威,两者易产生权威间冲突。同时,驻村干部与村

干部不同的人格化权威也会对贫困村的权力结构产

生影响。驻村干部的正式权威,一旦冲击到村干部

的原有村庄权威,村干部往往会选择消极配合驻村

干部工作,甚至产生不与其合作的行为。村“两委”

班子是由村民自治制度选举产生的,对村庄管理更

具合法性,因此村干部有时不满驻村干部对村庄的

外部直接管理。村干部对于村民反映的问题,则会

通过“踢皮球”给驻村干部,故意给驻村干部“出难

题”。驻村干部与村干部间的权威冲突,意味着双方

权力界限不明确和权力来源不认可,其结果是对责

任的互相推诿,产生“不作为、乱作为”的治理乱象。

“上一任书记对工作要求比较严格,村

里的事都要他说了算,喜欢把权拿在手里,

久而久之,村干部和我们驻村干部也都怕

了他。有个村干部,因为工作纪律问题受

到了 处 罚,见 了 他 都 绕 着 走。”(访 谈 记

录———S村扶贫专干)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T县L村和S村为例,运用“结构—行

动”理论分析框架,分析驻村帮扶制度下驻村干部和

村干部的行动逻辑。在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中,两

者有其不同的行动逻辑,建构出合作型和冲突型两

种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结构。虽然现实中许多贫困

村的治理主体是既有合作也有冲突,但通过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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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结构进行划分,能深化我们对驻村帮扶制度下

的村庄治理主体结构的认识,从而反向理解各个治

理主体的行动逻辑。在关注驻村帮扶给予贫困村外

部发展动力的同时,还应重视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

内的治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避免由于内外不同治

理主体间的关系影响贫困村的脱贫攻坚。

(一)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

随着驻村干部所携带外部资源和国家扶贫资源

注入贫困村,驻村干部话语权逐渐增加,出现对村庄

扶贫工作统领的局面。村干部由于自身文化知识有

限,再加上对扶贫相关政策缺乏必要了解,因此往往

沦为简单执行扶贫工作的配角,导致村干部对驻村

干部的强依赖性。诚然,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发

挥外部力量以实现贫困村的快速脱贫,但是村干部

作为驻村干部撤出后的村庄治理主体,理应发挥治

理主体性作用,利用其本土治理优势,在脱贫攻坚中

积极扮演重要治理角色,从而增强贫困村内部治理

主体的现代化治理能力。

(二)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

驻村干部的考核机制强化了其政治“锦标赛”的

行动逻辑,使其过多注重贫困村的短期发展效益,而

忽视村庄长期内生发展,这显然与国家倡导的扶贫

目标不一致。因此,完善驻村干部的考核机制,首

先,要改变“指挥棒”引领方向,避免形式化、程序化

的制度设计。其次,将派出单位、所在村“两委”班子

以及村民等多方纳入进来,确保考核机制科学性和

客观性,给予驻村干部足够时间研究贫困村的长期

脱贫发展。再次,根据帮扶的实际情况,对驻村干部

进行系统性和周期性的培训,提高驻村干部的岗位

胜任能力。最后,改变长期依靠文件材料式的考核

方法,减轻基层干部工作压力,采取更加灵活、有效

的考核机制,使驻村干部真正融入贫困村,为贫困村

脱贫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

驻村干部是由所属单位派出至贫困村的,所属

单位性质和资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驻村干部可利用

的扶贫资源。强势单位能够给予贫困村较多的扶贫

资源,这间接导致其派出驻村干部拥有足够的威信,

因为他们能够为村里带来更多项目和资金。相反,

如果驻村干部所属单位给予扶贫资源支持较少,加

上贫困村之间的相互比较,导致这些驻村干部在工

作中缺少底气,缺乏帮扶工作的积极性和成就感。

显然,驻村干部单位的性质和资源禀赋差异,容易造

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使得贫困村之

间产生外部扶贫资源的差异,形成贫困村新一轮的

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 卢冲,庄天慧.精准匹配视角下驻村干部胜任力与贫困

村脱贫成效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6(5):74-85.

[2] 陈庆立,左停.选派干部驻村意愿分析———基于L县远

郊D乡的调研[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4):63-68.

[3] 覃志敏,岑家峰.精准扶贫视域下干部驻村帮扶的减贫

逻辑———以桂南S村的驻村帮扶实践为例[J].贵州社

会科学,2017(1):163-168.

[4] 袁立超,王三秀.非科层化运作:“干部驻村”制度的实

践逻辑———基于闽东南C村的案例研究[J].华中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31-137.

[5] 王晓毅.精准扶贫与驻村帮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3):56-62.

[6] 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驻村机制的实践困境

及其后果———以豫中J县驻村“第一书记”扶贫为例

[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82-89.

[7] 张义祯.嵌入治理: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研究———以

福建省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12):

36-43.

[8] 谢小芹.“双轨治理”:“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一种分析

框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53-62.

[9] 侯俊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2010:117.

[10] 李伟.从“单向决定论”到“双向互构论”:行动—结构

的二元对立及整合[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2):

154-158.

[11]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3:121.

[12] 盛广耀.理想类型视角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路径[J].

城市问题,2014(11):2-6.

[13] 张新文,张国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

乡村振兴[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63-71.

76 第4期            丁波: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



[14] 陈潭,刘兴云.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

[J].公共管理学报,2011(2):21-33.
[15]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

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

会科学,2011(4):126-148.
[16] 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

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6):1-21.

TheActionLogicandMainStructureofVillageGovernanceinthe
Contextof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

———BasedonEmpiricalStudyofTwoVillagesinTCounty

DINGBo
(SchoolofSociology,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requirestargetedassistance,andthevillageassistanceisconduciveto

povertyalleviationandprosperityofpoorvillages.Under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structureaction”,thevil-

lageresidentcadresandvillagecadres,asdifferentgovernancesubjectsofpoorvillages,donothavethesamein-

terestappealandeachfollowsdifferentactionlogic.Theactionlogicof“objectivedifference”ofresidentcadresand

thatof“instrumentalrationality”ofvillagecadresinvillagesconstructtwodifferentidealtypesofgovernancesub-

jectstructureofpoorvillages,namelycooperativegovernancesubjectstructureandconflictgovernancesubject

structure.Themainstructureofcooperativegovernancemakesresidentcadresandvillagecadresplayaneffective

roleinpovertyalleviation,whilethemainstructureofconflictgovernanceisnotconducivetopovertyalleviationin

poorvillages.Inordertooptimizethemainstructureofgovernanceofpoorvillages,itisnecessarytogivefullplay
tothesubjectiveroleofvillagecadres,improvetheassessmentmechanismofvillagecadres,balancethedifference

inpovertyalleviationresourceendowment,andgivefullplaytothemaximumeffectofvillageassistanceintarge-

tedpovertyalleviation.

Keywords: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residentvillageassistance;logicofaction;cooperativegovernance

bodystructure;conflicttypegovernancebody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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